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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治理与ＢＢＮＪ协定：现实困境、

法理建构与中国路径

江　河，胡梦达

摘　要：全球治理是人类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必然趋势，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

样性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ＢＮＪ）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是其热点问

题。在国际法基本范畴的视域下，ＢＢＮＪ事务主体责任感的缺失将削弱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并造成本体构建

的现实困境。在关联论的路径下，国际社会就ＢＢＮＪ协定的部分规则达成一定共识，但多元化主体有关海洋

法基本原则的不同认识导致了新的冲突。作为海洋大国，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必然要求其积极参与和引

领ＢＢＮＪ法律制度的创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价值基础。基于其人类主体观和可持

续发展观的价值导向，具有灵活性和自治性的国际软法成为ＢＢＮＪ问题规制的有效路径。通过外交软实力和

国际软法的互动，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的培养将增强中国ＢＢＮＪ协定谈判的议题设置能力和规则创设能力。

这不仅有益于促进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也有利于树立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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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当单个国家无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时，
全球治理就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在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中，海洋分布的广泛性、连续性及其
流动性导致任何海洋问题都具有跨国性，而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地位的特殊属性使得海洋的保
护和利用超越了传统国家利益的范畴。因此，全球海洋治理成为各国应对全球性海洋问题的基本手
段。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日益频繁，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
提出了挑战。同时，陆地资源的枯竭使得各国将海洋资源的争夺作为主要的外交战略，而蓝色圈地
运动和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海洋生态不稳定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减损的全球风险。尽管主权国
家可以通过国内立法对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有限的养护，但在国界之外，并
不存在统一和完善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以下简称ＢＢＮＪ）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法律体系。由此，ＢＢＮＪ问题不再
只是单个国家面临的治理难题，其发展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整体生存。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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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治理将成为各国应对ＢＢＮＪ问题的共同选择，而ＢＢＮＪ协定的讨论与磋商正是国际社会参
与海洋治理的共同实践。

二、全球海洋治理和ＢＢＮＪ协定缔结的现实困境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在各个领域内逐步加强，国际法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发生了
变革，主权国家的行为越来越难以无视国际法的规制，国际法甚至开始成为国家内部事务管理的法律
依据［１］。如同全球治理，国际法在海洋治理的法治维度中发挥着重要的规制作用。沿着国际法的双重
法理逻辑，国际政治的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①。全球化的负外部性
导致西方国家掀起逆全球化的浪潮，为了保全自身利益，这些国家纷纷逃避对国际责任的承担，而这
将导致对ＢＢＮＪ问题的国际法规制失去民主基础和政治动力，进而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削弱ＢＢＮＪ协定
谈判的社会基础。在自然法的法理层面，国内法所凝集的法律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将通过国家主体在国
际关系的实践中得以表达。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多元
化，多元的海洋治理主体和民族文化，导致了ＢＢＮＪ协定在目的、价值、原则以及具体规范上的体系
冲突。因此，主体性的缺失及其所造成的价值冲突构成了ＢＢＮＪ协定谈判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全球海洋治理与ＢＢＮＪ协定
作为 “全球治理”概念的起点，１９９０年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首次提出了全球治理理论，

随后国际发展委员会在其研究报告 《天涯成比邻》中阐述了全球治理的基本概念②。在全球风险社
会③的背景下，全球治理逐渐为学界和外交界知悉，但理论上却缺乏统一且权威的概念界定。整体
而言，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交集，基于这些共同点，全球治理可以被界定为在缺
乏主导性政治权威却又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背景下，为了应对全球性问题和追求人类共同利益，包括
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国际行为主体，通过各种强制性的正式管理或规制以及非正式的社会化倡议、
公共程序或机制，来避免全球风险和追求可预见的、安全的社会秩序的行为④。
近年来，联合国先后提出海洋治理⑤与海洋可持续发展⑥等理念，欧盟和中国也对全球海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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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际法的双重法理实际上体现的是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互动。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国际关系中并不存在、也
难以产生自然法中关于实质正义的共识，但形式正义和秩序价值的产生使得国际政治向自然法开放，一定程度上也受到
国内法自然法法理的渗透和影响。参见江河：《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与中国的传统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版，第

２９６－３００页。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全球治理被阐述为 “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
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
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英瓦尔·

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强、李正凌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１９９５年版，第２页。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指现代社会逐渐开始以因科技和经济发展所带来

的各种危机所构成的风险为主要特征。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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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行了积极回应①，全球海洋治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作为连续的整体，海洋任何局部的
变化都将产生连锁反应，并最终反馈到整体的生态平衡中。例如沿海国近岸的海洋污染，往往会随
洋流向其他海域扩散；远洋捕鱼国对于某些巡游鱼类的过度捕捞会导致巡游地生态平衡的破坏等。
海洋问题的治理具有天然的全球性。在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出现前，已经存在不同层次的海洋治理
实践。有学者认为格劳秀斯的 《海洋自由论》是人类最早有意识地对海洋进行利用和管理的理论基
础［２］。在此逻辑下，人类对于海洋的管理行为以及基于治理理论的治理行为，共同构成了原始的海
洋治理。但是这种对于海洋治理的理解缺乏全球化的语境，政府在治理行为中始终扮演着主导者的
角色，且不同的国家间缺乏合作，这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开放性等特征相违背，最终使海洋治理
理论日趋封闭和固化。尽管原始的全球海洋治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但并不能作为全球海洋治理
的理论来源。全球海洋治理应理解为全球治理在海洋领域的体现，即治理主体多元、治理手段多
样、治理对象广泛的海洋问题的解决模式。
在全球海洋治理中，海洋生物多样性是事关整个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议题。作为地球资源的宝

藏，海洋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它不仅是人类生物资源的重要储备，也是地球生态平衡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一旦海洋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直接的后果是可利用生物资源的锐减，但间接
后果，即海洋生态紊乱后海洋保护海岸、分解废弃物、调节气候、提供新鲜空气等功能的衰减甚至
丧失，将导致人类面临共同生存危机②。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主体意识的增强促使国际社会团结
起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基于各国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关注，２０１５年第６９届联合国大会在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的框架下启动了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进程，迈出了全球海洋治
理在ＢＢＮＪ领域的重要一步。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生效后的ＢＢＮＪ协定和 《公约》及其
两个执行协定，将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更为全面而有效的国际法规制。然而，目前ＢＢＮＪ协定的谈
判并不顺利，逆全球化下部分国家国际责任感的缺失，以及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所引发的价值冲
突，共同构成了ＢＢＮＪ协定最终缔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二）ＢＢＮＪ制度的主体论和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困境
作为国际法基本范畴中的先导性范畴③，国际法的主体论是研究国际法律人格及其主体性的基

本范畴［３］，而ＢＢＮＪ制度的主体论是研究有关ＢＢＮＪ规制活动行为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范
畴。尽管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已经开展了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工作，但近两年的ＢＢＮＪ协定谈
判预备委员会的报告和政府间大会的谈判成果显示，出于各自的立场，在短期内，内陆发展中国
家、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难以就ＢＢＮＪ协定的具体内容达成共识［４］。尽管现代海洋法领域
内的立法技术与客观的科技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相关法律规则已经具备创设和实施的技术基础，
但逆全球化下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国际合作精神的缺乏，削弱了ＢＢＮＪ协定缔结的社会基础，由多元
文化引发的价值冲突也阻碍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ＢＢＮＪ协定缔结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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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海洋在线：《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ｃｅａｎｏｌ．ｃｏｍ／ｚｈｕａｎｔｉ／ｈｙｓｔ１／ｈｙｓｔｘｚ１／２０１５－
０５－１８／４４９６７．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

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其无法有效适用基石－中心－普通范畴的分析范式，而横向范畴体系下的各个基本范畴存
在一定的互动性，同时在结构上呈并列关系，它们分别反映了国际法中法律现象的局部，作为整体体系它们是国际法中
法律现象的总体反映。国际法的基本范畴分别有主体论、价值论、本体论、客体论、运行论和关联论。参见江河：《国际
法基本范畴与中国的传统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３６页。



的迟滞以及谈判中法律价值和基本原则的抽象化。

１．逆全球化下部分国家国际责任感的缺失。目前学界并未就 “逆全球化”的概念界定达成一
致。全球化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①，根据这一逻辑，逆全球化被部分学者理解为经济全球化历史演
进中的一个插曲，其内核是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市场再分割［５］（Ｐ５－１３）。在国际政治的视域下，又
有观点将逆全球化阐述为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收益评估的结果［６］（Ｐ１５－２２）。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逆全球
化是源自 “现代化输家”对全球化的不满②。尽管 “现代化输家”理论显得有些偏激，但是它从社
会学角度揭示了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并在民粹主义的兴起中得以证实。质言之，逆全球化的表现
可以被归纳为对国际关系采取不同程度上的漠视和摒弃。国家主义的强化使这些国家缺乏国际合作
精神，在不能继续从全球化中获利的情况下，部分国家为保全自身的利益不愿承担国际义务，最大
限度地切断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尽管有损其国际形象，但因无法攫取更多的短期利益，它们仍然选
择拒绝善意履行其国际义务③。英国 “脱欧”和美国退出系列条约的行为，在向各国警示：全球化
将在某种程度上向自然状态回归。当全球性问题来临时，各国的国际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将荡然无
存。在此趋势下，国际法的实效将不断降低，国际条约的谈判与缔结也会失去其政治动力和社会
基础。
可逆性只是全球化的应有属性［７］，全球化仍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就条约退出法律机制而

言，由于条约法并没有禁止条约的退出，一些国际条约本身也设置了较为完善的退出机制，国家的
“退约”行为可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然而，部分发达国家滥用其退出权利，恶意解释其国际义务，
并拒绝承担相应国际责任，是对国际法的基本价值的违背。这既不符合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也无益
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退群”“退约”更多地体现了这些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导向和淡薄的国际责任
意识。当逃避国际责任、片面地追求短期利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流时，国际合作便失去社会土
壤，而少数国家在全球性问题解决上的努力只会是杯水车薪。长远地看，这种 “自保”行为不仅有
损其国际形象，而且终将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共同生存。相对于政治、经济、
卫生等问题而言，生态利益在国家利益谱系中的优先性有限，同时，ＢＢＮＪ制度的效力空间又在国
家管辖区域以外，这更淡化了部分国家对该议题的热情。尽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推动下，ＢＢＮＪ协
定的外交谈判得以启动，但国际社会中责任感的缺失，不仅消解了国际政治合作的社会基础，使得

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因缺乏政治动力而面临流产的风险，同时也影响了其他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的有效
解决。

２．文化差异下法律规范的价值冲突。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根据 《公约》，主权国家可以对
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生物资源进行自主养护和开发，但在公海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享
有关于海洋生物资源的专属权。基于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国家形成了与海洋有关或无关的生产、
生活方式，这些生产、生活方式又进一步演变为海洋文化和非海洋文化。文化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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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
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第４５页。
“现代化输家”是指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能适应社会变革，最终处于社会边缘的低收入和低学历人群，这些 “输家”

将社会排斥和生活困难归结于精英政治和全球化，并通过国内民主政治影响国家的外交行为，最终导致了逆全球化思潮
的产生和发展。参见郑春荣：《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与表现》，载 《国际展望》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支撑逆全球化现象的国家行为，本质上是对服务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法规则的违背和摒弃，美国无视 ＷＴＯ规则
增加关税与中国展开贸易战，就是其霸权政治面对经济全球化困境所进行的自我保护，同时其先后退出 《跨太平洋战略
经济伙伴协定》《巴黎气候协定》等条约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十多个国际组织，便是在无利可图时急于脱卸国际责任的
表现。



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自然映射。海洋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贯穿着人类文明的

萌芽与发展，黑格尔在 《历史哲学》中就表达了海洋对其思想的熏陶①，体现出了海洋文化对人类

思维方式的影响。进一步而言，高度依赖海洋的生产和生活习俗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的社会基础，

并通过海洋文化再次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之中，而这种文化的核心便是 “以海为

生”［８］（Ｐ４２－５６）。

同时，基于环境、科技水平乃至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各国形成不同的海洋生产方式、习惯。

在不同的海洋文化下，各国对ＢＢＮＪ问题持不同立场。一方支持保护的生物资源有可能是另一方赖

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以鲸鱼为例，格陵兰岛、阿拉斯加等地的土著人世代以捕鲸为生②，由此出现

了挪威、加拿大等传统捕鲸国。与这些传统捕鲸国不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捕鲸国［９］（Ｐ６），日本并

不以鲸鱼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未将其用于科研用途③。但出于其独有的海洋文化，日本政府及

其国民都赞同和支持捕鲸行为［１０］。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小众文化，捕鲸传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主流价值观相违背。１９８６年国际捕鲸委员会便通过 《全球禁止捕鲸公约》，旨在全面禁止商业捕

鲸④。同时，《公约》也将包括１２种鲸类在内的海洋哺乳动物列为高度洄游动物予以保护⑤，《生物

多样性公约》也明确规定了各缔约国应避免或尽量避免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⑥。包括日本在

内，加拿大、埃及、菲律宾、塞舌尔、希腊也退出了国际捕鲸委员会，这意味着捕鲸文化虽然小

众，但并非孤例，海洋文化内部也呈现较为明显的异化现象⑦。

在ＢＢＮＪ问题上，非海洋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之间的立场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性

将削弱ＢＢＮＪ制度背后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原则在国际社会中的普遍接受性，进而使得规则的制定和

遵守面临困难。相对于非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更倾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实现海

洋所蕴含的经济效益；而非海洋文化，出于缺乏高度依赖海洋资源的传统，往往在海洋生物资源的

保护上支持更为严格的标准［８］（Ｐ３２４－３２８）。在海洋文化之间，由于不同的生物资源之间存在着此消彼

长的联系，细化的捕捞传统使得海洋国家难以就不同的海洋资源达成一致的意见。以国际法的基本

范畴为视角，ＢＢＮＪ事务主体的价值取向将反映在ＢＢＮＪ协定的构建之中。沿着自然国际法的法理

逻辑，多元文化下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将使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缺乏一致的判断和协调标准，最终将

阻碍统一的ＢＢＮＪ法律制度的形成。即使最后各国以模糊态度在关键规则上达成外交妥协，也无益

于ＢＢＮＪ协定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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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河，等：全球海洋治理与ＢＢＮＪ协定：现实困境、法理建构与中国路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
圈子。”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３页。

这些区域的土著主要是指爱斯基摩人，捕鲸是他们历史悠久的传统之一。参见中国科普博览：《捕鲸———爱斯基
摩人的骄傲》，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ｅｐｕ．ｎｅｔ．ｃｎ／ｇｂ／ｅａｒｔｈ／ａｒｃｔｉｃ／ｌｉｆｅ／ｌｉｆ２０９．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

参见 Ｗｈ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ｖ．Ｊａｐａｎ：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ＩＣＪ，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ｉｃｊ－ｃｉｊ．ｏｒｇ／ｅｎ／ｃａｓｅ／１４８，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０９－０９－２０１９。

国际捕鲸委员会只为通过捕鲸维持生活的土著人分配了极少的捕鲸配额。参见 “Ｃａｔｃｈ　Ｌｉｍｉｔｓ　＆Ｃａｔｃｈｅｓ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ｈａｌ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ｉｗｃ．ｉｎｔ／ｔｏｔａｌ－ｃａｔｃｈｅｓ，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５－０９－２０１９。

详见 《公约》第６４条、６５条。

详见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５条。

参见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ｈａｌ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ｉｗｃ．ｉｎｔ／ｍｅｍ－
ｂｅｒｓ，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８－０９－２０１９。



三、ＢＢＮＪ制度的关联论和本体论分析：共识与冲突

在国际法关联论的视阈下，特定的要素将对国际法律本体的发展产生主导性作用①。反之，国
际法本体对其社会中的关联要素也存在一定的规制作用，并反作用于本体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
这些要素将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基础得以放大。而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背景下，治理主体的
多样化提高了国际社会参与度，但关联要素的复杂化也增加了各种主体就不同规范及其效力等级达
成必要共识的难度。以 《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法对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
是其公海自由原则以及人类共同财产原则在谈判中面临新的挑战。对这些原则的不同理解，构成了
目前ＢＢＮＪ协定谈判过程中的原则性冲突，并影响了协定的缔结和遵守。

（一）关联论与法律共识
ＢＢＮＪ制度的关联论是指对ＢＢＮＪ制度的外部重要因素进行研究的基本范畴。国际法的碎片化
赋予了潜在的ＢＢＮＪ规范体系较强的开放性，因此，ＢＢＮＪ法律制度的关联论研究显得尤为重
要［１１］（Ｐ２５）。实际上，在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中，关于某些具体法律问题的矛盾，一方面体现于缔约方
的主体性和价值追求，如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世界多元文化下的多元价值等；另一方面则体现于海
洋生态的现实状况、海洋保护的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这些矛盾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联要素的
关联性。尽管ＢＢＮＪ协定的关联因素纷繁复杂，但关联论旨在认识与ＢＢＮＪ协定发展最密切相关的
因素。主体的价值追求和规范建构应以客观存在为基础，在ＢＢＮＪ规则的制定中，海洋生物多样性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本身的基本特征成为最重要的关联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对生物多样性的
需求，各国可以就ＢＢＮＪ协定形成了各自的立场。在联合国所主导的ＢＢＮＪ协定谈判中，国际社会
已就ＢＢＮＪ协定的内容达成了四个议题框架下的初步共识②。
第一个议题是海洋遗传基因资源。其是ＢＢＮＪ的重要议题。然而，海洋遗传基因资源的勘探和

保护需要较高的科技水平和大量的资金支持，各国无法为其承担完全相等的责任与义务，出于权利
与义务的对等性，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在享有更多权利的同时应承担更多义务。在此前提下，如何
建立一套公平且切实可行的海洋遗传基因资源的分享机制，成为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就以 《公
约》为基础的海洋法律体系而言，有关人类共同财产继承原则各国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这便导致国
际社会在海洋遗传基因资源分享上出现分歧。
第二个议题是海洋保护区。在国际层面，主权国家往往通过设立海洋保护区来促进海洋生态的

健康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对海洋保护日益关注的当下，国际社会不乏设立公海保护区的呼
吁［１２］，但由于缺乏统一而权威的世界政府来创设和执行公海保护区制度，同时其保护义务又与习
惯法中的公海自由原则相冲突，目前国际社会中并不存在权威的概念和可参考的保护模式。以此为
背景，在ＢＢＮＪ协定中设立海洋保护区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将为ＢＢＮＪ提
供环境保护层面的法律依据。
第三个议题是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也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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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际法的关联论主要是指国际法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或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参见江河：《国际法基本
范畴与中国的传统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３６页。

这四个议题分别为海洋遗传基因资源分享、海洋保护区建设、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海洋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参
见 “ＵＮＧ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６６／２３１：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ｓ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ｄｏｃｓ／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Ａ ＿ＲＥＳ ＿６６ ＿２３１．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９－０９－２０１９。



一。不同于海洋保护区制度的规范真空， 《公约》为海洋环境影响评估创设了明确的行为规范①。

现有的硬法设置不仅为ＢＢＮＪ中的环境影响评估在规则创设上提供了参考示范作用，也为其提供了

坚实的主体基础，使得这一议题成为目前国际社会上认同度最高的全球海洋治理安排之一［１３］。

第四个议题是海洋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由于海洋能力的差异，不同国家对生物多样性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的实际效果不同。发展中国家一致认为，发达国家支持其海洋能力建设和并向其转让技

术是ＢＢＮＪ协定标准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在 《公约》的 “区域”制度中，曾经规定国际海底区域

内自由开发者应向管理局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但这一规定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此后
《公约》关于第十一部分的执行协定便取消了资源开发者的技术转让义务。ＢＢＮＪ协定对生物多样

性的养护大多是公益性的，只有利用才涉及经济利益。因此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诉求和生物多样

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如何平衡地构建海洋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制度是未来ＢＢＮＪ协定的重

要议题。

（二）ＢＢＮＪ制度的本体论与海洋法
作为国际法的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国际法的规范体系依据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主体性和基本价值

来设定或发展［３］。ＢＢＮＪ制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则是相关国际行为体创设的ＢＢＮＪ规范体系，主要

是 《公约》和ＢＢＮＪ协定等条约规则、国际习惯以及相关法律原则共同组成的法律体系。 《公约》

是规范海洋开发和利用的 “海洋宪章”②，它所确立的多项原则和具体规则通过条约或习惯法的形

式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这便为讨论ＢＢＮＪ问题提供了制度前提和法理基础，领海与专属经济区以

外的公海与大陆架外、公海水体之下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共同构成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水域。

就海洋资源的属性而言，海洋资源可分为海底矿产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 《公约》第１３７条规定，

由大陆架外、公海水体之下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构成的 “区域”之所有矿产资源是人类共同的继

承财产，其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以国际法基本范畴的互动为逻辑，海洋法主体对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的新需求最终会反映到本体的构建之中。科技水平的发展让人类开发和利用海底成为可能，因此
“区域”制度得以出现，在海洋矿产资源已得到国际法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海洋生物资源法律制度

成为海洋法本体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全球层面，《公约》以及它的两个执行协定③为海洋渔业资源的公平和有效利用提供法律依

据。在区域层面，许多国际组织，如东北、西北、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以及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

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此进行了法律规制。但就全球海洋治理而言，现有海洋法体系对生物资源利

用和养护的规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ＢＢＮＪ中的生物资源包含了所有的海洋鱼类种群，现有的 《公

约》以及各种国际渔业协定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则局限于特定的鱼类种群之间，并没有为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区域其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活动创设相关规则。而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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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就沿海国管辖或控制下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污染或重大和有害变化的活动而言，《公约》第２０６条赋予了沿
海国针对这些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可能影响进行评估的权利，同时第２０５条又规定了这些国家应按照规定方式提交评估报
告的义务。实际上，《公约》对上交报告义务的规定是对习惯国际法的成文编纂，依据国际海洋法法庭争端分庭的咨询意
见，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 “区域”活动报告，已经成为了习惯国际法中的义务。

参见 Ｔｏｍｍｙ　Ｔ．Ｂ．Ｋｏｈ．“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ｄｅｐｔｓ／ｌｏ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ｔｅｘｔｓ／ｋｏ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公约》的两个执行协定分别为 《关于执行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和 《１９８２
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执行协定》。



《公约》的条款虽有一定互补性，但两者在遗传基因资源的商业用途上缺乏规制功能①。换言之，

由于 《公约》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规定具有抽象性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保

护对象也具有宽泛性且其主旨偏向公益性，两者在ＢＢＮＪ领域无法形成明确的行为规则。此外，缺

乏专业的管理机制和成熟的商业模式，也限制了它们在ＢＢＮＪ议题上的规制作用。尽管它们在保护

生物多样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人类改造海洋、利用海洋、破坏海洋能力的不断增长，如今

ＢＢＮＪ问题的规制已成为未来海洋法发展的新方向，处于谈判过程的ＢＢＮＪ协定将成为海洋法本体

新的组成部分。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背景下，海洋事务的参与主体逐渐由国家向非国家机构延伸，无

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涉及ＢＢＮＪ问题的国际行为体的种类和数目急剧增加。涉及ＢＢＮＪ

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更是数不胜数。尽管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规则创设更为艰难，但海洋法的发展必

将经历现有ＢＢＮＪ协定谈判过程中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冲突。而厘清海洋法本体的规则真空，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理念的指导下协调各种参与主体的价值观念，构成了ＢＢＮＪ协定缔结、海洋法发

展以及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路径。

（三）ＢＢＮＪ对传统海洋法规则的挑战

经过漫长发展的公海自由原则，与现代提出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均已成为开发和利用海

洋的有效规范。然而，对两大原则具体内涵的诠释还存在着不同的主张。不同主体出于各自立场对

这两大原则的不同解读，导致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与缔结面临来自传统海洋法规则的挑战。

１．公海自由原则的相对性。海洋自由原则最初出现于古罗马时期，根据万民法，所有人都拥

有对海洋的使用权，并禁止私人占有和分割海洋。主权国家对沿岸海域主张所有权的现象出现在中

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并宣布控制了世界的海洋。然而，在荷兰

和西班牙的一场诉讼中②，荷兰国际法学家格劳秀斯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 “海洋自由论”，他

认为 “海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不可占领的；应向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人民开放，供他

们自由使用”［１４］（Ｐ９、２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对海洋的认识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延伸———领

海，和可供所有人自由利用不属于任何人的公海两个部分上［１５］（Ｐ３－４）。

在１９５８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中，《公海公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渔业和生物资

源养护公约》以及 《大陆架公约》打破了公海绝对自由的传统观念，其后 《公约》进一步明确和加

强了对公海开发和利用的规制。由此，公海自由原则完成了由绝对自由到相对自由的演进，现今的

公海自由原则实际上具有相对性。对于海洋的划分，《公约》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国际

海底区域等法律制度，详化了各种海域开发和利用的规则，同时，其第８７条下赋予所有国家在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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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ｅａｂ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Ｉ／１０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Ｂｏｄｙ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ｖ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ｂｄ．ｉｎｔ／ｄｏｃ／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ｓｂｓｔｔａ／ｓｂｓｔｔａ－
０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ｂｓｔｔａ－０８－ｉｎｆ－０３－ｒｅｖ１－ｅｎ．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１６０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海峡捕获葡萄牙船只，进而引发了一场诉讼。格劳秀斯作为荷兰人和东印度
公司的律师，在为荷兰辩护的过程中提出了 “海洋自由论”。参见计秋枫：《格劳秀斯 〈海洋自由论〉与１７世纪初关于海
洋法律地位的争论》，载 《史学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所享有的六项自由①。相对应地，《公约》第８７条还强调了 “适当顾及”义务和其他条款的限制，
使得这六项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就ＢＢＮＪ规制的目的而言，欲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必将限制各国对海洋的利用，并增加利用成本，这与 《公约》第８７条下的公海自由存
在一定冲突。鉴于 《公约》在海洋法领域中的权威地位，崇尚公海自由的国家，以及不希望被限制
捕捞的渔业国，都认为ＢＢＮＪ协定中权利义务的设定不应对 《公约》第８７条下的公海自由造成减
损。然而，自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以来，公海自由的绝对性已被打破，公海自由本身就是相对
的，任何对公海的使用必然有其限度。不仅如此，公海自由原则的发展历史揭示了这种限制将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更加广泛和普遍。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背景下，ＢＢＮＪ问题的产生对公海自由原则的实
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但对现有制度的变革将触动部分国家的利益。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统一价
值观理念的缺乏将使有效方案的达成经历漫长而艰难的妥协过程。

２．《公约》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代际公平。在 《公约》设立的 “区域”制度中，人类共同继
承财产原则已经发展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它赋予了 “区域”及其资源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
律地位。在此制度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被理解为不得私自占有、人类共同管理、利益分享、代际
公平以及用于和平目的。其中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体现，是当代人类共同肩负着为未来人
类保全公共区域的体现，也是ＢＢＮＪ议题的主要立场之一。代际公平虽然旨在确保当代人类不会因
为短视过度开发地球资源，进而断送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本质上它却是一种缺乏国际法律约
束力的道德或软法。尤其是在逆全球化浪潮涌动的当下，代际公平缺乏贯彻和落实的社会基础。因
此，代际公平亟需制度层面的支持，这意味着规则创设者不仅应具有前瞻意识，也应具备一定的国
际责任感。部分发达国家，特别是海洋大国，过于狭隘地追求其短期国家利益，将使代际公平的责
任分担面临严重的挑战。
利益分享也是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可以理解为代际公平在当代层面的一种体

现，即当代人类间的公平。具体而言，利益分享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主要分歧之一，
发展中国家寻求财政分享和寻求技术的支持，而发达国家却实施技术封锁，在财政分享上也并不慷
慨。事实上，在ＢＢＮＪ第三次谈判预备会议中，发展中国家们坚持海洋遗传资源也应适用 “人类共
同继承财产”原则，并要求分享财产和技术上的相关利益；但大部分发达国家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日本、俄罗斯等国甚至明确拒绝了货币化的利益分享②。客观上，技术转让和财政分享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科技研发的动力，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增加了发达国家在ＢＢＮＪ问题上的国际
义务。但长远来看，这类措施可以减缓发达国家对生物多样性的过度商业利用，在赋予发展中国家
对生物多样性的养护的能力的同时培养其责任感。由此，代际公平不仅在共时的维度得以实现，其
在历时维度上也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人类的生存威胁将得到长久、有效的缓解。值得注意的
是，共时的代际公平和利益分享需要彼此兼顾。若完全以利益分享原则代替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
则，过度的开发将会威胁可持续发展，损害历时的代际公平；而过于强调利益分享也会加重部分海
洋大国的国际义务，打消其承担国际义务的积极性，最终影响ＢＢＮＪ协定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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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８７条：“１．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不论其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公海自由是在本公约和其
他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使的。公海自由对沿海国和内陆国而言，除其他外，包括：（ａ）航行自由；（ｂ）飞越自
由；（ｃ）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但受第六部分的限制；（ｄ）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但受
第六部分的限制；（ｅ）捕鱼自由，但受第二节规定条件的限制；（ｆ）科学研究的自由，但受第六和第十三部分的限制。２．
这些自由应由所有国家行使，但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并适当顾及本公约所规定的同 ‘区域’内活
动有关的权利。”

参见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ＢＢＮＪ国际谈判的基础问题与解决途径》，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ｒａ．ｏｒｇ／

２０１７－１２／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０１０４１０３．ｈｔｍ，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和公海自由的相对性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向公众开放且无法被私占

的自然资源，公海面临着 “公地悲剧”的风险①。对公海自由相对性的解读实际上也是对人类共有

资源无限制开发的理性反思，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是其法律实践。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

场冲突，往往体现于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的不平衡之上，这使得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难以达成共识。

四、ＢＢＮＪ制度构建的中国路径

ＢＢＮＪ是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建设的延伸，也是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其不仅关系

到单个国家生态环境的质量，更涉及人类整体的生存环境。作为 《公约》缔约国和负责任的海洋大

国，参与ＢＢＮＪ制度的构建是中国积极响应全球海洋治理的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

海洋环境治理，并坚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国际新秩序之主张

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为ＢＢＮＪ制度的构建奠定了价值基础。在此价值观念所培育的民主土壤中，国

际软法得以产生，并为ＢＢＮＪ的中国叙事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实施路径。在运行论层面，复合

型海洋法治人才的培养是提高ＢＢＮＪ制度的规则创设能力的关键。通过此类人才的跨学科研究和国

际组织的任职，中国才能增强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议题设置能力、国际机制的利用能力以及国际法

的话语权，从而参与和领导ＢＢＮＪ制度的构建。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导向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诞生的社会背景，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但其负外部性

也导致社会发展不均、环境恶化和恐怖主义等诸多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和蔓延。当人类作为整体面临

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时，超越民族与国界的人类主体性便开始显现。正是基于此社会基础，全球

海洋治理下的ＢＢＮＪ议题才得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而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

人类主体性的回应，它弘扬坚守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立场，从而为ＢＢＮＪ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主体

性和价值观念。

当不同主体在客观上具备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时，其在主观上往往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基

于价值的同质性，安全共同体才得以形成。作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石，《联合国宪章》点明了国际和

平与安全为其首要价值。二战留下的惨痛教训与核武器的威慑，使得国家间不愿、也不敢轻易大规

模使用武力，传统的武力使用不再是国际社会主要的安全威胁。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治理危机、生态

恶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趋严重，它们开始威胁到人类共同的生存，成为国际安全的主

要威胁。国际社会安全观的变革客观上要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作为非传统威胁的重要

组成部分，海洋生态的破坏威胁到人类共同的生存安全，全球海洋治理中有关ＢＢＮＪ的规则成为亟

需构建的国际新秩序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以人类主体性为视角提出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１６］（Ｐ５４２），同时呼吁国际社会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

球家园”②，推动了国际社会正视海洋生态问题为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并共同参与到ＢＢＮＪ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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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哈丁提出的 “公地悲剧”理论模型中，公众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而对公共资源无节制的使用，将导致资
源的破坏或枯竭，最终公众陷入资源缺乏的困境。参见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Ｈａｒｄｉｎ．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６２
（１９６８）：１２４３－１２４８。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１版。



建设中来。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①，而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价值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导向，全
球海洋治理将沿着共建绿色世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宏观价值路径发展，而ＢＢＮＪ制度的建构所面
临的现实困境也将从价值维度得以缓解或解决。
在全球海洋问题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

中国有关全球海洋治理的理性思考和外交对策②。海洋治理与陆上治理不同，作为联结陆地的纽
带，海洋客体更能体现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同时，作为无法被私占的共有物，海洋更需要国际社会
的养护。就全球海洋治理客体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
发展、崇尚自然、文化包容的价值观上进一步倡导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威胁和挑战、合理维
护海洋和平安宁［１７］。在ＢＢＮＪ制度构建面临的种种法律困境中，海洋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文化包容观、新的安全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将沿着国际法主体论的框架有效地增强国
际合作精神和国际责任感，协调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价值差异，进而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
关ＢＢＮＪ的法律诉求，以此推动ＢＢＮＪ协定的谈判和生效。

（二）以国际软法为参与路径
自麦奈尔提出 “软法”概念以来［１８］，虽然学界就何为 “软法”并未达成共识，但从大多数学

者的描述中看③，“软法”可以被归纳为从形式上无法律约束力但因 “造法”行为的自发性而具有
一定实际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当软法的范畴延伸到国际法领域时，便产生了 “国际软法”的概念。
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治理主体的多样性、治理客体的广泛性，以及国际软法所具有的灵活性和自发
性，使得国际软法成为了全球治理的有效路径之一。相较于国际硬法，国际软法更多地出现在低政
治领域，且 “造法”主体还包括非政府行为体，这使得其在创设程序上所受到的限制更少，具有较
强的灵活性。国际社会的各行为体所具有的理性，使它们在面对共同事务时自发地联合起来寻求合
作，这种自发性使得国际软法一旦形成，在运行时就会因其具有的内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自觉
的遵守，进而达到预期的规制效果［１９］。
作为官方的政府间法律文件，联合国主持下的ＢＢＮＪ协定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国际硬法的范畴，

具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力，它在构建过程中不仅难以达成共识，在程序上也较为繁琐，消耗的时间和
经济成本较高。作为硬法，ＢＢＮＪ协定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生物多样性问题往往时效性较强。海
洋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并不会因为ＢＢＮＪ协定的协商而减缓，甚至在对某一问题的讨论尚未达成
一致时，已形成更为严重的新问题，比如先前的目标种群已经灭绝并出现了新的濒临灭绝的种群。
因此，ＢＢＮＪ问题需要及时并且灵活的规制机制，即使国际软法的法律约束力有限，但它至少可以
随着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而及时提供规则支持，也可供ＢＢＮＪ协定等国际硬法借鉴。
软法在国际法领域中的实践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环境等低政治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软法有 《电子

商务示范法》《斯德哥尔摩宣言》《里约宣言》《约翰内斯堡宣言》等，其中后三者均以环境保护为主

—７５—

江　河，等：全球海洋治理与ＢＢＮＪ协定：现实困境、法理建构与中国路径

①

②

③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第２版。

参见陶晓玲、黄惠康：《国际海洋法 前 沿 值 得 关 注 的 十 大 问 题》，网 址：ｈｔｔｐ：／／ａｏｃ．ｏｕｃ．ｅｄｕ．ｃｎ／９３／５ｅ／

ｃ９８２１ａ２３４３３４／ｐａｇｅ．ｈｔｍ，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

学界对软法的概念和属性还存在分歧，目前国内学者引用较多的为法国学者Ｆｒａｎｃｉｓ　Ｓｎｙｄｅｒ所提出的界定：“软
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参见Ｆｒａｎｃｉｓ　Ｓｎｙｄｅｒ．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ｄ．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Ｅｍｉｌｅ　Ｎｏｅ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Ｄｏｒ－
ｄｒｅｃｈｔ．，ｐｐ．１９７－２２５ （１９９４）。



题，它们的形成及其实效性证明了国际软法在环境保护中的现实作用①。尽管全球海洋治理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将其简单地认定为环境治理或其他治理显然不妥，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属于低政
治领域。而基于和平崛起之客观优势和承担大国责任之主观意愿，中国在功能性领域中可以以较强
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发挥主导作用，进而增强ＢＢＮＪ协定谈判的话语权和引领ＢＢＮＪ法律制度的
建构。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ＢＢＮＪ协定的缔结在中国的参与和引领下将获得更为广泛的民主基础
和政治动力。而以国际软法为具体的参与路径，不仅使中国可以快速、便捷地参与到ＢＢＮＪ制度的
构建之中，也将有效降低其他主体的参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国际社会解决ＢＢＮＪ问题的积极性，
进而使ＢＢＮＪ协定的外交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以培养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为具体举措
就ＢＢＮＪ协定的缔结而言，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宏观层面奠定了价值观念，国际软法在

中观层面提供了参与路径，但在全球海洋治理战略实施的层面上，中国缺乏大量优秀的复合型海洋
法治人才，来参与ＢＢＮＪ协定的缔结、实施及其争端解决活动。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的基本要求体
现为追求法治价值并具备系统的跨学科知识体系。首先，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两个维度，国际政治
和国际法治在解决全球海洋问题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日益民
主化，国际法治成为国际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因此，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应是实现国际法价值
追求的法治人才，其不仅需要遵循程序正义维护国际形式法治的运行，更要在实践中理性地融入国
内法语境下自然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其次，全球海洋治理涉及法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
科。单就ＢＢＮＪ问题而言，其涉及的海洋生物物种多不胜数，海域面积更是难以计量，这给海洋治
理法律人才的知识构成及其专业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海洋专业人才的知识体系局限于海洋地
理、海洋生物等方面，掣肘于法律知识的缺乏，其对国际法规则的创设和运行缺乏基本了解，无法
统筹兼顾地参与到全球海洋治理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中。而传统的法治人才即便深谙法律规则的制
定，但由于缺乏海洋相关的专业知识，无法对治理客体进行清晰、全面的认识，出现常识性的错误
的风险将大大增加，这将导致一些对实际情况缺乏考虑的规则的产生，极大地影响了相关规则的实
效。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尚未成熟，各国还处于摸索阶段，ＢＢＮＪ协定缓慢的谈判进展也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了规则设置在技术层面的难度。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不仅肩负着推动国际法治理念的
外交实践，也是各国抢占全球海洋治理理论高地和参与并领导ＢＢＮＪ制度构建的先锋。
在全球海洋治理的ＢＢＮＪ问题中，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的培养应是中国应对ＢＢＮＪ协定缔结困

境的具体举措。在法治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的价值观，它是中国参与国际法实践和推动国际法治的新理性。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在参与

ＢＢＮＪ协定谈判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使其成为正义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并在国际实践中削
弱霸权政治和规范大国政治，以促进国际法治的最终实现。在知识构成方面，地质学和生物学等知
识是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知识体系的基石，而国际法的基本范畴有助于将海洋知识有效地利用到

ＢＢＮＪ的规则构建之中。除了涉海专业的复合型要求以外，全球海洋治理法律人才的培养也要面向
全球化，注重其涉外能力，特别是外语谈判能力和争端解决能力。为此，相关院校应拓宽海洋科学
与国际法学交流的渠道，以资源共享和成果互通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同时，应与外交和司法实务部
门进行合作，提高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的外交能力和法律技能。
中国应以ＢＢＮＪ制度的创设为契机，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同时，将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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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以服务全球治理为最终目标的宏观层面。就全球治理参与能力而言，中国周边海域中海洋争
端的持久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国际造法能力以及国际争端解决能力有待加强。通
过培养和锻炼一批优秀的国际公务员、国际法官和知名的国际律师，使其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外交
实践，鼓励和派遣更多青年人才到国际组织实习、挂职或任职，可以增强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实践
中的外交软实力。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的培养，不仅是负责任大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体现，也是
提升中国国际软实力的建设性举措［３］，就国际社会而言，更是在ＢＢＮＪ问题乃至全球海洋治理上的
重大贡献。

五、结　语

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国际实践中，国际社会对ＢＢＮＪ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联合国推动的ＢＢＮＪ
协定谈判为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与签署 《公约》的第三次联合国海
洋法会议类似，ＢＢＮＪ协定的外交谈判充满了摩擦与妥协。为了避免重蹈 《公约》模糊性和抽象化
的覆辙，ＢＢＮＪ规则的制定应突破特定标准的狭隘视角，沿着国际法主体论的路径，通过人类共同
体理念所反映的人类共同利益、新秩序观、可持续发展观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立场差异，重构

ＢＢＮＪ制度乃至全球海洋治理的法理基础。中国正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近，参与ＢＢＮＪ规则的制定
是其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具体表现。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在微观
的规则制定活动中为其价值冲突提供解决进路，而且在宏观层面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有效应对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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